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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党的二十大报告做出了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建设农业强国的重大决策部署。农地调整意味着农村土

地承包经营权重新分配和重新缔约。农户作为农地调整的主体，其调整意愿直接影响到农村土地调整工

作的有序进行，是决策者制定农地调整实施工作的主要依据。本文从农户土地依赖的角度出发，分析其

对农地调整的影响，并采用了主成分因子分析和logit模型来构建农户土地依赖对农地调整的影响模型，

以分析农户对农地调整的倾向，为决策者提供客观的决策依据。研究结果表明，土地依赖与农地调整呈

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家庭劳动人口越多，越不愿意农地调整。人均承包面积与农地调整意愿负相关。综

上所述，为解决土地调整问题，必须制定符合农民实际情况的政策。在确定延包方式时，应充分考虑农

户的调整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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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eport of the 20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made significant deci-
sions and deployments to comprehensively promote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accelerate the c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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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uction of an agricultural power. Agricultural land adjustment means the redistribution and re 
contracting of rural land contract management rights. As the main body of agricultural land ad-
justment, farmers’ willingness to adjust directly affects the orderly progress of rural land adjust-
ment work, and is the main basis for decision-makers to formulate the implementation of agricul-
tural land adjustment work. This article star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armers’ land dependence, 
analyzes its impact on agricultural land adjustment, and uses principal component factor analysis 
and logit model to construct an impact model of farmers’ land dependence on agricultural land 
adjustment, in order to analyze farmers’ tendency towards agricultural land adjustment and pro-
vide objective decision-making basis for decision-makers. The research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re 
i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land dependence and agricultural land adjustment. 
The more the household labor force, the weaker the tendency of farmers to adjust their agricul-
tural land. The per capita contracted area is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willingness to adjust 
agricultural land. In summary, in order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land adjustment, it is necessary to 
formulate policies that are in line with the actual situation of farmers. When determining the ex-
tension method, full consideration should be given to the adjustment willingness of farm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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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是党的二十大报告做出的重大决策部署。土地是农民赖以

为生的重要资产，土地调整意味着土地风险缓冲功能的丧失，直接影响农户生计，同时农地调整也关乎

农村发展和农业转型升级。目前许多研究分析忽略了土地本身这一重要因素[1]。不管是由于农户的“恋

土”情结还是土地的多功能性，广大农民都对土地有着很强的依赖性，因此，土地对农户行为有至关重

要的影响。土地在农民的生产生活中扮演着基本保障的角色，它是确保农民生活的“最后防线”。尽管

以土地为核心的农村保障制度是一种非正式和不完善的保障机制，没有明确的保障标准和价值量的规定，

甚至可以说是在农民缺乏农村社会保障的情况下被迫进行的自我保障，但在转型过程中，农地保障仍是

影响农村社会稳定的主要因素。对于农民来说，土地兼具生活保障、就业机会、经济收入和养老保障等

多重功能[2]。农地调整就是对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进行再分配和再缔约。这种公共选择体现着集体意志，

同时也受参与主体策略相互作用的影响。农户作为农地调整的主体，其调整意愿直接影响到农村土地调

整工作的有序进行，是制定农地调整实施工作的主要依据。然而，在执行农地调整的过程中却出现了与

农民意愿相冲突的政府强制行为，并由此产生了矛盾和纠纷[3] [4] [5]。传统土地均分调整方式已不能适

应我国现阶段农业边缘化、农村劳动力素质下降等现状。在产权制度框架建立的基础上，农地调整可以

进一步促进土地的规模化和集约化经营。适当的调整能较好的提升农户的可持续生计以及减缓农户内部

的两级分化。因此，以土地依赖为切入点进行农地调整影响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文中从农户土地依赖的角度出发，分析其对农地调整的影响方向，采用主成分因子分析法以及 logit

模型，构建农户土地依赖对农地调整的影响模型，分析农户对农地调整的意愿，从而为决策者提供客观

的决策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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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文献综述与理论分析 

2.1. 文献综述 

我国农村地权调整呈多样化趋势。一是所有权边界调整，其中村庄土地集体所有权空间范围调整是

为了解决村庄集体土地重叠问题。二是目前普遍存在的承包经营权界调整，主要是根据人地关系的变化

来进行的。这种调整可以进一步分为“大调整”与“小调整”。“大调整”是指在村庄集体范围内对农

户原已承包的土地全部打乱重新分配，其操作形式分为“只动面积不动地块”、“既动面积，又动地块”；

“小调整”是指承包期内部分农户之间承包土地多退少补，具体操作方法包括利用集体预留机动地进行

补差和“人口增减户”等之间直接对调[6]。 
从改革开放至今，中央政府一直高度重视保障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长期稳定性。但是，农村土地为

什么在不断进行调整？学术界对此最为普遍的阐释，是从产权学派视角出发的。该视角认为，我国农村

土地具有“双重产权”特征，而这种双重产权的不清晰造成了土地产权关系的天然动荡[7]。学者姚洋认

为，土地调整是农民自发请求的结果，其动因，既可能是成员权保障之下农民的公平诉求，也可能是集

体理性选择以保障集体生存。进而，他强调了土地行政调整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平等”而调整。尽管

土地调整降低了农户土地投资的积极性，从而导致一定的效率损失，但是这种效率损失被视为保障平等

的必要成本[8]。 
得益于学术界关于农民土地依赖相关的研究，对农民土地依赖的认知更为清晰。大多数研究出于自

身研究需要而嫁接或者借鉴了“农民对土地的依赖程度”，学者张志鸿结合已有研究对农民土地依赖进

行了以下界定：农民土地依赖是由于农民与土地存在依附关系，而对土地产生的独特且复杂的“情愫”

[9]。农户的行为选择除了受到其有限理性的影响外，还受到个体特征、家庭利益、政府行为、认知水平、

预期风险等的综合影响。农户的行为选择是为了追求自身和家庭利益的最大化，综合考虑预期收益和潜

在风险，在政策和认知水平的框架内做出复杂决策。 
在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背景下，农民作为社员拥有参与农地调整决策的权利，使农地调整呈现出公

共选择特征。农地调整这一公共选择既反映了集体意志又是参与者策略互动的产物。农地调整因其提供

了风险分担机制而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内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农户行为能力是不断变动的，这一变

动可能影响其农地调整意愿。 
由于以往某些政策在执行中存在问题，造成失地少地农民数量激增。这给居住在城市的农村户籍家

庭带来了人少地多的现实窘境，而且作为村集体成员的年轻人也失去了获得土地分配的机会。与此同时，

一些村庄承诺向失地少地农民提供土地补偿，这使得农地调整处于复杂的现实困境中。在农地调整政策

执行方面，面临着巨大的压力[10]。 
当前许多研究已经分析了交易成本、农户风险、非农就业和土地产权等因素对农户土地调整意愿或

行为的影响，并得出了具有洞察力的结论和总结。然而，这些研究忽视了一个重要因素，即土地本身的

作用[1]。不管是出于对土地的情感依恋还是土地的多功能性，广大农民对土地表现出高度的依赖性，土

地对农户行为有至关重要的影响。实际上，对于以耕种土地为生的农民来说，他们的选择是具有合理性

的，即追求效用最大化。所以，他们土地调整意愿的关键是土地调整的边际收益。农民个体特征，如年

龄，性别和受教育水平，也影响着其决策。通过对现有文献的分析，本研究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本文利用主成分分析方法综合考量了三个不同的具有一定局限性的测量土地依赖的指标，将第一

主成分作为综合指标来衡量土地依赖强度，使分析更加全面。其次，本研究使用课题组自行收集的数据，

采用 Logit 模型来分析农民土地依赖对农地调整的影响，从而保证研究结果更具真实性，能够最大程度地

识别农民土地依赖对农地调整的影响，为决策者提供客观的决策依据。这对于实现乡村振兴发展战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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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美整合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为实现土地长期收益、规模化发展和科学化经营提供了一个契机。 

2.2. 理论分析 

土地依赖意识是指农民由于长期依附土地，形成对土地不可或缺、难以割舍的情感，并由此形成了

特殊的土地情感。这种情感反映了农民对土地资源的占有和利用的主观感知以及心理反应，具体体现为

农民对土地的信任和依赖。依靠农业生产、眷恋土地、执著农业生产以及依赖土地，是我国农民的一个

重要特点。张冠强用 logistic 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农民在家务农时间越长、务农人口比重越大、

农业收入比重越大、耕种面积越多，务农经验越丰富，对农地依赖程度越高，越期待通过农地调整工作

提高农业收入水平、改善生产条件与家庭生活条件[11]。韩晓宇等基于陕西省十个地级市的数据进行实证

研究，证明土地依赖性强的农户倾向于农地调整。这些农户家庭通常面临一些挑战，比如缺乏非农就业

技能的劳动力，或是缺乏获得非农就业的机会。这些家庭的生活和社会保障主要依赖于他们经营的农地。

在相同农地投入水平的情况下，拥有更多农地的家庭可以获得更多的土地收益。因此，这些家庭对于进

行农地调整的意愿较强[12]。乐章基于十省份千户农民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发现家庭对土地的依赖程度

越高，其农地调整意愿也越强烈，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农民对土地收益的不满以及希望改变依赖种地

的情况[13]。农户很难彻底离开土地，因为务工收入等家庭保障、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对土地保障功能的替

代可能性小[14]。冀县卿等学者通过实证研究证明，农民收入水平相对较低，导致他们对土地的依赖程度

较高，因此对小范围的农地调整提出了较强烈的要求[15]。 
当前，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使农民的土地经营规模变小，农村土地出现了土地资源流动滞后，规模

效益得不到提升的现象。合理有序地调整农地是提高农村土地利用效率、推进土地资源适度规模经营和

发展现代农业的有效手段。农户作为土地调整主体，其意愿对于农地调整工作能否有序开展具有重大影

响[16]。 

较为普遍观点是，农村土地调整或重新界定使用权的原因源自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所遗留的均分基

因，并集中反映了村集体的公平偏好。在人均农地资源禀赋极少的小农经济中，农户遵循生存至上的准

则，而不是谋求收入最大化。因此，在农户家庭人口变化且到了一定水平后，村集体便有动机打乱土地，

以重新分配，回应村民公平地权诉求、保障每一位集体成员生存需要[17]。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说： 
H1：农户的土地依赖程度对农地调整有影响 
基于上述理论分析，建立如图 1 所示的影响机制图。 

 

 
Figure 1. The impact path of land dependence on agricultural land adjustment 
图 1. 土地依赖对农地调整的影响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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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数据来源、变量选取与模型设定 

3.1. 数据来源 

本研究基于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数据来源于课题组 2022 年~2023 年的实地调研，主要采取随机调研。

调查地点包括贵州省贵阳市息烽县、河南省驻马店平舆县。 
本次调查主要采用问卷、访谈相结合的方法，以村中村干部、普通村民等为调查对象，共调查 550

户，发放问卷 539 份，收回有效问卷 513 份，有效率为 95.1%。问卷包含了 4 个部分，第 1 部分为农户

家庭基本信息；第 2 部分家庭承包地情况；第 3 部分为农民对承包地和延包认知情况的了解；第 4 部分

为二轮延包实施情况。 

3.2. 变量选取 

1) 被解释变量：农地调整，是重新分配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过程，也是进行重新缔约的过程。为

二分变量，如果从获得承包地起至二轮延包之前，经历过农地调整，赋值为 1，否则为 0。 
2) 解释变量：土地依赖，农地对于农户来说就如鱼与水的关系一样。农户对土地的依赖程度是当前

农地调整的主要制约因素。因此，在选择衡量农户对土地依赖程度的指标时，必须综合考虑各个相关因

素并进行全面评估。参考以往文献研究(刘灵辉等[18])，土地依赖包含就业依赖、收入依赖、保障依赖这

3 个维度。农户就业依赖，采用家庭务农人口占比(%)进行衡量；农户收入依赖，采用家庭农业种植收入

占比(%)进行衡量；农户保障依赖，采用是否购买新农保进行衡量。家庭务农人口占比与家庭农业收入占

比越高，农户对土地的就业依赖与收入依赖就越高；根据张三峰等的实证调查结果表示：享有社会保障

后农民的“恋土情结”依然促使部分农民通过土地调整来占有土地[19]。因此，需综合考虑农户对土地的

依赖程度的相关因素。以上三个维度从不同侧面反映了土地依赖的程度，然而每个指标都存在一定的局

限性，且无法全面、综合考量。因此本文在以上三个测量指标的基础上合成土地依赖强度的综合指标。

指标的合成采用主成分分析，采用第一主成分作为土地依赖强度的综合指标。 
3) 控制变量：多种因素可能会对农户土地调整倾向产生影响。本文综合考虑已有研究(张三峰等[19])

与实际调查结果，从个体特征、家庭特征、农业经营特征、主观认知 4 个方面出发，探究其影响农地调

整的因素。个体特征包括是否是村干部、性别、年龄、受教育水平；家庭特征包括家庭人均收入对数、

家庭劳动人口与总人口之比；农业经营特征包括人均承包面积、承包地是否确权颁证；主观认知包括子

女是否会继续从事农业生产活动、是否愿意彻底退出承包地。 
变量说明和描述性统计如表 1 所示。 

 
Table 1. Variable description and descriptive statistics 
表 1. 变量说明和描述性统计(N = 513) 

 变量名称 变量赋值 均值 标准差 

被解释变量 农地调整 0 = 否，1 = 是 0.323 0.468 

解释变量 土地依赖 家庭务农人口占比(%) 43.257 30.664 

  家庭农业种植收入占比(%) 27.935 28.586 

 
 是否购买新农保(0 = 否，1 = 是) 0.857 0.350 

个体特征    

控制变量 家庭成员是否有村干部 0 = 否，1 = 是 0.195 0.396 

 
性别 0 = 女，1 = 男 0.683 0.466 

年龄 采访年份–受访人出生年份 59.001 11.8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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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受教育水平 1 = 小学及以下 2 = 初中 

3 = 高中 4 = 大专及以上 
1.616 0.771 

家庭特征    

 家庭人均收入对数 人均收入的对数(元) 9.091 0.836 

 
家庭劳动人口比总人口之比 劳动人口/总人口 0.433 0.307 

农业经营特征    

 人均承包面积 承包耕地总面积/家庭总人口 2.035 3.981 

 
承包地是否确权 0 = 否，1 = 是 0.975 0.156 

主观认识    

 对子女会继续从事农业生产活

动认可程度 

0 = 非常不认同 
1 = 不认同  2 = 一般 

3 = 比较认同  4 = 非常赞同 
4.453 0.859 

 是否愿意彻底退出承包 0 = 否，1 = 是 0.330 0.471 

4. 研究方法 

4.1. 因子分析 

因子分析是一种用于提取多个变量潜在公共因子的统计方法，对变量进行降维或分类，在尽量不损

失或减少信息的情况下可以将多个变量变为少数几个变量。因子分析的主要类别有主成分分析、探索性

因子分析和验证性因子分析。本文主要采取主成分分析，将衡量土地依赖的三个指标的基础上采用第一

主成分作为土地依赖强度的综合指标。以综合指标作为核心解释变量。 

4.2. Logit 模型  

农地调整具有二分变量的性质，而自变量既包括连续变量又包括离散变量，故适用于 Logit 模型进行

分析。本文使用以下方程估计土地依赖对农地调整的影响研究分析：  

( ) 0 1 21
i

i i i i
i

ALA
Logit ALA Ln LD X

ALA
β β β ε= = + + + +

−
                     (1) 

其中，ALAi 为被解释变量，即有无农地调整经历；LDi 为核心解释变量，即土地依赖程度；Xi 为一系列

控制变量，β0、β1、β2为待估计参数，ɛi为随机扰动项。 

4.3. 实证结果 

本节聚焦土地依赖，基于二元 Logit 模型估计土地依赖对农地调整的影响，逐步添加不同类型的控制

变量以观察变量与被解释变量是否存在相关性。为了验证假设，本研究构建一个联立方程组，依次进行

Logit 和 probit 回归，以保证实证结果的稳健性；最后对实证结果展开异质性分析。具体实证结果见表 2。 
 
Table 2. Benchmark model regression results 
表 2. 基准模型回归结果 

变量 
承包地是否调整 

Logit(1) Logit(2) Logit(3) Logit(4) Probit 

_cons 0.226 
(1.047) 

2.743 
(3.138) 

2.967 
(3.785) 

−2.705 
(4.231) 

−1.493 
(2.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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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土地依赖 2.955*** 
(0.268) 

5.538*** 
(0.646) 

5.950*** 
(0.715) 

6.533*** 
(0.849) 

3.437*** 
(0.396) 

是否有村干部 −0.196 
(0.458) 

−0.935 
(0.699) 

−0.827 
(0.776) 

−0.657 
(0.820) 

−0.371 
(0.414) 

性别 −0.634 
(0.381) 

−0.562 
(0.505) 

−0.250 
(0.550) 

−0.303 
(0.574) 

−0.108 
(0.302) 

年龄 −0.013 
(0.015) 

−0.009 
(0.020) 

−0.011 
(0.022) 

0.004 
(0.024) 

0.001 
(0.013) 

受教育水平 −0.253 
(0.241) 

−0.357 
(0.302) 

−0.530 
(0.336) 

−0.307 
(0.359) 

−0.142 
(0.193) 

家庭人均收入对数  0.119 
(0.272) 

0.345 
(0.304) 

0.577 
(0.307) 

0.327 
(0.167) 

家庭劳动人口比总

人口之比 
 

−9.075*** 
(1.321) 

 

−10.020*** 
(1.511) 

−10.580*** 
(1.610) 

−5.655*** 
(0.805) 

人均承包面积   −0.205*** 
(0.054) 

−0.264*** 
(0.058) 

−0.144*** 
(0.032) 

承包地是否确权   −1.470 
(1.776) 

−0.526 
(2.076) 

−0.241 
(1.050) 

子女是否会继续从

事农业生产活动 
   0.576 

(0.302) 
0.275 

(0.168) 

是否愿意彻底退出

承包地 
   −0.293 

(0.549) 
−0.077 
(0.297) 

区域虚拟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N 513 513 513 513 513 

Pseudo R-squared 0.647 0.793 0.809 0.827 0.826 

注：***、**、*分别表示在 1%、5%和 10%的统计水平下显著。括号内为标准误，括号上面为系数。 

4.4. 基准回归结果分析 

实证结果可以看出，农户的土地依赖性变量的估计系数在 1%水平显著为正。这意味着农户对土地的

依赖程度越高，他们越倾向于选择农地调整。对土地依赖性强的农民家庭普遍缺乏非农就业技能劳动力

或非农就业机会不足，他们的生活和社会保障均依赖农地产出。在相同农地投入水平上，经营农地越多，

农户可获得的土地收益越大。此外，在家务农时间越长，务农经验越丰富，他们更期望通过农地调整来

改善家庭生活水平。因此，这类家庭对进行农地调整的意愿比较强烈[12]。 
控制变量中，家庭劳动人口比总人口之比与农户土地调整意愿呈负相关关系。农民家庭中劳动力数

量多与少，代表农民可利用人力的多少。家庭劳动力作为一种潜在农业劳动力，当家庭劳动力人数不足

时，会对农户从事农业生产经营产生制约，这类农户会更加偏好农地调整，期望将农地交给他人经营，

自己则获得相应的转出收入。换言之，农村家庭劳动力数量越多，农户越不倾向于农地调整[20]。此外，

人均承包面积的结果显著，对农户土地调整意愿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这符合理论预期，其原因可能在于：

人均承包面积能够较好地体现农户家庭内人口与土地关系的矛盾状态，人均承包面积越大，矛盾越小，

可能表现出目前农户对土地的调整并不迫切，也就是调整的意愿较低。 
根据本文研究发现，农民家庭是否有人担任村干部这一变量与农地调整意愿没有显著相关性，与“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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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寻租”相关研究不符。这可能是因为近年来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法律，保护了农民的土地承包权利，增

强了农民对土地权益的意识。与此同时，村干部和村集体对村民的土地权力控制逐渐减弱，有效遏制了

村干部主导土地调整的现象。这一研究结论再次验证了农村土地调整中不存在“干部寻租”假说[20]。 

4.5. 稳健性检验与异质性分析 

为保证结果的稳健性，本研究辅助使用 probit 模型进行对比估计，结果如表 2 所示，逐步回归结果

的模型系数、显著性水平与 logit 模型估计高度一致。表明本研究的逐步回归结果具有一定的稳健性。 
另外，为加深土地依赖对农地调整影响的理解，本研究将进一步考察哪类群体能从土地依赖中更期

望农地调整，从性别、年龄两个纬度展开分析。 
1) 性别异质性。结果如表 3 所示，土地依赖对男性组、女性组的农地调整意愿具有显著促进作用，

男性组和女性组都通过 1%显著性水平检验，且女性组回归系数大于男性组。究其原因可能在于：当前农

村的主要劳动力是女性，农村男性普遍外出务工，以便赚取额外收入来弥补家用。相比之下，农村女性

获得土地产出之外的经济收入的可能性较小，因此土地对女性的重要性和保障作用显著高于男性。这也

有可能导致女性的土地情结会重于男性[13]。因此，女性更倾向于农地调整，以获得更多的农地，提高家

庭农业收入水平。 
 
Table 3. Gender heterogeneity 
表 3. 性别异质性 

变量 男性 女性 

土地依赖 6.391*** 
(1.012) 

6.709*** 
(1.683)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区域虚拟变量 控制 控制 

Pseudo R2 0.813 0.851 

样本量 353 160 
 
Table 4. Age heterogeneity 
表 4. 年龄异质性 

变量 青壮年组 
18 岁~59 岁 

老年组 
60 岁~69 岁 

土地依赖 6.278*** 
(1.069) 

11.379* 
(6.045)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区域虚拟变量 控制 控制 

Pseudo R2 0.810 0.880 

样本量 288 102 
 

2) 年龄异质性。根据年龄数值的大小，参照罗淳[21]年龄组划分标准，将样本依次划分为青壮年组、

老年组，分别研究土地依赖度对不同年龄组农村居民农地调整倾向的影响。表 4 结果表明，土地依赖对

青壮年组农地调整倾向显著高于老年组。究其原因可能在于：中国农民对土地有深厚感情，老年人因循

守旧的小农意识比较强烈，很难适应变化。越是年龄大，越不愿放弃对土地的占有[7]。而青壮年更容易

获得市场信息，根据现实变化情况，做出家庭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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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论与启示 

根据上述实证结果，得出以下主要结论：第一，农民的土地依赖程度越强，他们越倾向于农地调整。

第二，家庭劳动人口愈多，越不愿意农地调整。第三，人均承包面积和土地调整倾向呈负相关关系。第

四，通过异质性分析发现，女性群体较男性群体农地调整倾向更大，青壮年群体比老年群体更希望农地

调整。目前，政府出于激励农户长期土地投资等方面的考虑，对农村土地调整从法律、政策方面给予了

严格的限制。但不同时期调查表明，现行农地法律制度安排在一定程度上并不符合农村的现实。本研究

发现，虽然土地调整受到国家的严格管制，但是农户的土地调整意愿并未降低。所以，调整农村土地时，

一定要正视并妥善处理国家法律与农民习惯之间的矛盾。必须强调的是，短期内农民对土地的依赖并不

会消失，全面禁止土地调整是无法实现的。本文结论还表明，即使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初步建立的情况

下，农民的“土地情结”并没有让他们放弃对土地的占有。 
总之，要解决土地调整中存在的问题，必须制定切合农民实际情况的政策。在决定延包方式时，需

充分考虑农户的调整意愿[22]。根据农户的个体特征、家庭特征、农业经营特征以及主观意愿，确定农地

调整方式。在农村地区，可以建立土地使用权市场流转机制，通过健全和发展土地市场流转机制来替代

土地调整。此外，为了从根本上解决土地调整问题，农村土地制度设计需要与制度运行环境相结合，确

保配套政策和操作机制的合理性和有效性[7]。 
基于二轮延包政策的农地调整，其理想情况肯定不是削弱某些农户的权利和利益，更不可能对弱势

农户群体置若罔闻。相反，应通过在失衡中寻求土地基本平衡或者利益协调等均衡关系，以建构初期分

配、中期落实以及后期平稳的农地调整框架体系。必须强调，如何平衡农地“保障功能”所需的公平性

和农地“要素功能”所需的利用效率应该成为制度设计的关键点。在维护农民土地权益的前提下，用稳

定和固化承包权的方式规范、盘活经营权，特别是发展农地经营权的产权细分市场，不仅可以缓解农地

调整所引发的矛盾，而且有利于提高土地资源配置效率和生产效率。以稳定承包权强化土地保障功能从

而激活经营权对土地要素的释放功能应该是基本的制度导向[6]。农地调整需适当、恰当、妥当，对于基

层治理，国家政策与体制的实施均具有重要助力作用。只有有法可依、有据可循的农地调整过程，农民

才能满意，只有公平的分配和高效的分配才能让农民心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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